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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产生之前，受时代局限和阶级立场的影响，国家是作为至善实体、契约关系、理性

化身而存在的。马克思通过对以往国家观的考察，开辟了从现实的客观关系出发研究国家的新路子，将

国家建立在了唯物史观基础上，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国家治理现代化”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

义国家观，同时又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理论，彰显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治国理政

的独特政治智慧和政治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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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ained by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imes and the class position, before the birth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ncept of state, the state was regarded as the supreme good entity, contractual rela-
tionship, and rational incarnation. Marx opened up a brand-new way to study the state problem 
from the objective relationship of reality, and laid a preliminary class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the 
state theory on the scientific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ll take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the country as the theoretical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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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ed from the theory, combine with the practice, and show the unique political wisdom and 
char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leading the people to govern the country from the 
level of national system and leg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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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什么是国家”、“国家从哪里来”、“国家未来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一度是人们争论的核心

议题，“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1]，如何科学地解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现实需要？对这一议题的回答将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推上了重释的前台。“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

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2]科学认识唯物主义视域下国家观，有助于

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2. 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的历史考辩 

古希腊时期，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就开始对“国家的雏形——城邦”以共同(common)或公共(public)为
起点而展开研究，并构建出了早期政治学领域中的国家学说框架，揭示出其诸多内涵。 

2.1. 伦理主义国家观和自然主义国家观 

从词源学的角度审视，早期国家的雏形——城邦产生于古希腊时期。这一轴心时代的哲学家在对城

邦的反思和追问中，延伸出两种类型的国家观：以至善目的来阐释政治秩序的伦理主义国家观和以自然

主义方式阐释政治秩序的现实性及合理性的自然主义国家观。 
苏格拉底将哲学家思考的问题从“天上”拉回到了城市、家庭，引起了哲学家对现实社会中公民与

城邦、个人与国家、权力与义务以及自我确证与共同体之间的形而上思考。柏拉图将伦理学与本体论和

认识论纳入一个系统，主张国家只是作为理念世界在现实世界的投影而存在，理念世界中的国家是完满

的，现实世界中的国家只是理念世界的局部占有，是残缺的。只有当现实的国家无限趋近理念世界中的

国家，才能实现个人善好与公共善好的有效统一。 
这种伦理至善主义国家观构想自身存在着无法自圆其说的异想色彩，遭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反对。亚

里士多德崇尚自然，推崇国家是“家庭–村落–城邦”发展的自然产物，是国家的起源与目的都要符合

人的本质。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只有在公共生活中才能履行其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崇高义务——颖悟

德性、实现优良的公共生活，国家的目的也正是确保共同体及其成员过上有秩序、和谐共生的美好生活。 

2.2. 中世纪神创国家观 

欧洲希腊化时期，随着罗马教会势力的推波助澜和多元文化的冲击，教会势力成为了统治国家的主

要力量，受教会势力的影响，哲学家普遍崇尚教权高于王权，信仰高于理性，神为自然立法，由“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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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超过爱自己”的人所组成的“上帝之城”的教权超过世俗国家的王权。 
经院哲学家阿奎那将理性渗透于对神学研究中，调和了“自然法则”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使二者

得以兼容。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国家观的批判继承，阿奎那重新定义了“自然”和上帝“恩典”之间的关

系，将“人”内在属性扩充至“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和社会动物”，使“人”摆脱了城邦秩序的狭小范围，

进入到上帝所创设的共同秩序中，超越了作为特殊公民所从属社会的政治秩序。阿奎那认为，国家是由

神的意志统治着，神拥有最高的正义，因此，最好的人类社会就是服从神的意志。 

2.3. 近代契约国家观 

在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诞生以前，资产阶级思想家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中接过“神创国家观”的赛棒

继续编织“契约国家观”“理性国家观”等主张资产阶级权力的政治话语。 
卢梭曾试图把国家建立在理性之上，认为“公意”或普遍意志是政治秩序终极合法性的根据，这使

国家具有了理性主义色彩。契约共同体的形成是臣民让渡自身部分权力的结果，共同体有义务保证臣民

的个体利益和自由。在共同体中不存在共同体利益凌驾于个体利益之上的权力，也不存在为个体利益牺

牲共同体利益的权力，契约共同体是臣民让渡自身权力的而形成的，这个权力的拥有者并非是某个个体，

而是共同体本身。所以，管理者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并且是可以被臣民收回的。契约共同体的出现使

国家具有民主的色彩，但是“公意”如何成为社会现实，如何不沦落为统治阶级的利益工具，卢梭并没

有做出相应的答复。因此，契约共同体际上仅为特殊意志的集合，造成了人的分裂，使政治–社会秩序

陷入无序状态。 

3. 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的出场 

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的理论肇端于对理性国家观的服膺和信奉，探索肇端始于《莱茵报》时期。这

一时期，马克思聚焦新闻、法律、宗教和行政四大领域，在批判和反思理性国家观及现实问题的过程中

初现雏形。 

3.1. 初识：对理性国家观的继承 

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产生之前，西方社会始终奉行着“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原则。这一原则出现

的根源在于西方社会试图通过理性例证国家的缘起和发展，使国家具有超历史和超社会性质，最终导致

对“国家崇拜”“国家迷信”的出现[3]。 
黑格尔理性国家观认为：在契约的基础上无法建立真正的国家。国家并非被社会契约或服从契约之

法律约束到一起的个人意志的聚集，国家必须奠基于理性，而不是诉诸经验、需要。国家存在的原因并

非是为保障个体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普遍的东西，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是自由意志

的理性表达。因此，理性主义国家观不是原则、概念抑或教义的简单创新，而是系统性方法的思辨理性

与彻底重构，实现了无预设形式的解释。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一度折服于理性国家观，认为“理性”是现存的一切事物的唯一评判法则，国家

是理性法则的维护者，是人的自由的类本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应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国家是“相互

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4]，个体唯有通过国家才能获得实体性的自由。人民是国家中的人民，人民的

目的就是全社会的目的。国家是建立在理性和自由的基础上，人们服从国家也就是服从理性的规律。但

面对私人利益与理性国家之间的逻辑断裂，马克思产生了“苦恼的疑惑”，不得不走出“书斋”，开始

关注现实物质利益难题。 
普鲁士国家是为资产阶级贵族服务的政府、是建立在特权统治下的政府、是私人利益的统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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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利益对政府具有强大的宰制作用。为揭露普鲁士政府以“法的动物形式”论证林木盗窃的合法性，

将农民“捡枯树枝”界定为“盗窃林木”这一荒唐行为，马克思深入普鲁士政府的立法过程，体认到这

不仅是窃取国家意志的“下流的唯物主义”，同时也是等级代表制将立法和国家观念降低为私利工具的

虚伪性。《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将普鲁士国家立法工作的“不法”性已然溢于文辞，揭示了“捡枯树

枝”和“盗窃林木”混为一谈是对底层人民习惯权力的侵害。此时的普鲁士国家已沦为私利奴仆，人民

也不幸沦落为原生无机体，这种“怪现状”直接冲击着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 
为实现特殊利益对普遍利益的服膺，建立“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对基督教的批判

中自觉生发出唯物主义国家观。《科隆日报》的总编辑海尔梅斯谴责《莱茵报》试图通过舆论的力量别

有用心地传播哲学和宗教观点，说服普鲁士政府明令禁止在《莱茵报》上对哲学和宗教进行讨论。海尔

梅斯认为现代国家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宗教国家，宗教是现代国家发展的稳定器和助推器。针对海

尔梅斯的荒唐观点，马克思发表了《第 179 号〈科伦日报〉社论》一文，抨击了宗教国家观，认为国家

依靠的是将人类的普遍理性奉为自己的宗教道德理性的自律，而宗教则只是维护某种特定社会制度下的

道德。所以，现代国家是脱离宗教神学的束缚、建立在自由理性基础上的、合乎人性的国家，而宗教国

家强调宗教是国家的理性基础，关注神性和特权阶级的利益。 
通过对思想舆论钳制、宗教国家观、官僚主义行政的批判，马克开启了对理性国家观的非自觉的偏

离与亚意识反动。这一时期，马克思开始意识到理性国家观潜蟠着一个前提性的假设，即国家是真正建

立自由理性基础上的国家，但普鲁士国家的社会现实无声的证明了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并没有实际的解

决“现实–理想”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只是在思维中消解了二者之间的对立，社会现实迫使马克思重新

回到克罗茨那赫的书房中审视国家。在物质利益难题的引导下，马克思对国家的起源和目的进行了新的

审视，开始将国家置身于“有生命的个人联合形成的共同体”这一社会现实中，试图构建一种新的哲学

基础上的理性国家。 

3.2. 反思：对理性国家观的批判 

理性国家观是黑格尔在“反思的思维方式”中，通过“理性优先原则”确立的“国家的概念”。黑

格尔从形而上的角度将“现实–理想”的国家的“内部理性结构–外部现实存在”统一于哲学国家的开

显中，试图跳出理想的政治国家与现实的政治国家之间的争论，但对理想上的现实国家并未进行过多的

解释。理性国家观认为国家是穿插于逻辑学的运用发展中的伦理实体，市民社会是在其发展中演化而来，

并依附于国家而存在的，因此只有臣服、执行、接受国家律令的义务，而无否定、反抗现存政府的权利。

《莱茵报》上对哲学和宗教的讨论所引起的舆论锋芒斫伤了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威严和特权阶级的利益，

1843 年 3 月，普鲁士政府正式取缔《莱茵报》继续办刊，赋闲期间马克思“退守书斋”开始反思“国家

理性和私人利益的逻辑断裂是难以弥合的，非理性的偶像崇拜是难以用国家理性来治理的”[5]。此时，

马克思力图对理性国家观进行详细的“病理学”分析，在继承黑格尔的“反思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开

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论”思维方式，实现“现实–理想”国家的和解，《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就

这一时期于焉而生。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已经察觉到理性国家观中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逻辑断裂，在克罗茨纳

赫书斋中，马克思套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的“主谓颠倒法”模型，实现了黑格尔理性国家

观的翻转，匡正了“现实–理想”之间的关系，直截了当的指出了理性国家观的症结在于颠倒了“主体

–客体”、“思维–存在”之间的关系，将现实的、物质的存在贬抑和化约为思维的、理念的存在，丧

失了从存在演化观念、观念论证存在的能力。此时，马克思深刻认识到黑格尔理性国家观仍未克服近代

法哲学的内在难题，同时已经开始自觉的解蔽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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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重启：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的形成 

黑格尔的理性国家是对市民社会内在矛盾的逻辑回应，但马克思不仅在黑格尔具体构想的君主立宪

国家形式中看到了其内在的缺陷和不合理性[6]。以探讨“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为序幕，历

史唯物主义国家观出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对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给予全盘否定，理性

国家观中的一些观点，特别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剥离，使马克思深受启发。马克思认为，黑格

尔发现了现代世界的本质，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与对抗[7]。但面对理性国家观中的不合理因素，

即“主谓错位”的失序关系，马克思也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恰恰相反，是市

民社会决定了国家。首先，从国家的起源角度考察，市民社会先于政治国家出现，是政治国家存在和发

展的基础。国家的雏形是人们由于共同的需要而组成的城邦，城邦在发展的过程中演化成为国家，因此，

对于国家而言，市民社会是第一性的。其次，从历史地位的角度考究，“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

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 conditio sine qua non (必要条件)”[8]家庭和市民社

会是构成国家存在基本单位。再次，从国家发展的源动力而言，国家的形成依赖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

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源动力。正是基于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解构，马克思完成了唯物主义国家观的重启，

摆正了理性国家观的“主谓错位”，厘清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依附性与从属性，找到了政治国

家存在的现实基础。 
通过对政治国家的解构，马克思还关注到政治国家的产生往往伴随着特定阶级的兴起，不存在超阶级

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中，物质利益的强大宰制作用使法律被特权者的任性所亵渎，特权阶级利益和工人

阶级利益之间矛盾冲突频繁发生，为了缓解矛盾，“共同利益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

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9]。阶级国家观创立之后，

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良好治理的新模式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总结出未来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强

调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使国家真正代表全体成员的普遍利益，使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最终将走向共产主义。 

4. 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的当代发展 

通过以上论证，我们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是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为代表的传统国家

的深刻分析和批判，由于当时马克思缺乏亲身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活动的机会，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

国家观的阐发方式主要集中于理论的推演，尚未形成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系统体系。鉴于此，为弥补

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同社会主义复杂的经验现实之间的罅隙，我们不仅要站在理论的高度深化对历史唯

物主义国家观的理解，更要在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生发于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借鉴他国的治理经验和

善治思潮中的科学因素，以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为主心骨并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而提出的新发

展策略。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最先要破题，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的双重维度：一是“国家治理”

强调的是“国家”，这里的“国家”是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形态而建立的；二是国家进行治理，具体而言，

就是国家这一共同体发挥主导作用进行治理活动。“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策

略一经提出，便实现了对唯物主义国家观的多维超越。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

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

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10] 

4.1. 国家消亡与社会主义国家及其长期性问题 

马克思将国家的本质定义为“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从根源上指出了国家是作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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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的力量”而实存的，这种“异化力量”必然会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消亡。正是在国家消亡论的

核心话语的烛照下，马克思指出了国家必然消亡。但国家的灭亡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其存在具有长期性

特点。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着诸多难题和挑战，只有通过改革的方式化解这些疑难

杂症，才能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是基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性质所决定：一方面，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

因此国家治理也被赋予了长期性底色；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的选择是建立在国家的历史传承基础上

的，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展使国家治理具有了长期发展、渐进改进的特点。除此之外，国家治理与“四

个现代化”还曾出现在同一维度中，再次佐证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如同“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具有

长期性的特点。 

4.2. 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治问题 

社会管理职能是国家基于公共需要而必须执行的重要职能，其表现方式在不同的社会中呈现出大相

径庭局面：阶级社会中，社会管理作为国家力量的渗透是以巩固和强化国家统治职能而存在的；共产主

义社会中，社会管理将会被纯粹的社会自我管理取代，进而使社会管理的公共职能失去政治属性，成为

推动社会发展的服务机构。长期以来，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治被划分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国家管理方式，弱

化了一些非国家因素、弱国家意义上的力量参与国家管理。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

对二元分立思维的批驳，既反对传统的国家管理模式步履维艰、困境频生，同时又激活一些非国家因素、

弱国家意义上的力量参与。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调和了管理和治理之间的二元分立，将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纳入到社

会治理主体体系中，实现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形成了政府

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良性发展格局。 

4.3. 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以二元分立思维对市民社会和具有压迫性质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展开阐释：国家层面

的“公民”与经济社会中的“私人”之间的逻辑断裂，私人利益决定国家与法。国家在扮演着依赖社会

的供养同时又阻碍社会发展“寄生赘瘤”的角色，是从社会发展过程中生成但居于社会管理至上并日益

成为与社会发展相异化的力量，成为社会发展的“新的桎梏”。为挣脱这一枷锁的束缚，就必须在消灭

私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社会化”，将管理职能下放到社会，推行社会自治。 
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表明，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协调共进是社会发展取得卓越

成效的关键，对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极有裨益。鉴于此，“国家治理现代化”强调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强化治理、减弱统治，实行政府放权于民间，激发社会组织管理国家事物的活力；同时要兼顾科学用好

宏观和微观两种方式，达到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民众自治的良性互动、长期并存、协同发展。“国

家治理现代化”可谓是走出二元思维方式的典范，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在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上实现了多

维度的发展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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